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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吉田茂是戰後日本政治外交史上最具盛名的政治領袖，也是決定戰後日本外

交走向的關鍵人物。他首先於 1945 年 9月出任外務大臣，繼而於翌年的 5月負
責組閣。自此至 1954 年的 8 年，除了 1948 年前後的一段時間，為在野黨的領袖

以外，組閣期間前後長達 7 年 2個月，是戰後以來，日本政壇上任期最長的總理

大臣。 
    在吉田的執政期間，日本跨越了被美軍佔領以及獨立自主兩個截然不同的時

空背景。也就是說，從日本喪失國家主權到日本恢復國家主權地位的整個過程，

吉田皆是主要的參與者。其中，日本與聯合國 48個會員國達成媾和協議的 1951
年 9月舊金山和會以及 1952 年 4月與中華民國媾和的「中日和平條約」，皆是吉
田執政期間的重要政績。是以，對中日關係而言，吉田內閣的對華外交，可謂是

戰後兩國外交關係重建的起點。吉田內閣時期對華外交政策的研究，自然也就成

為釐清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政策脈絡的基礎工程。 
    談吉田內閣的對華外交，「中日和平條約」的簽訂必定是一個關鍵性的議題。
和平條約的簽訂，不僅代表兩國正式結束戰爭狀態，恢復和平友好關係，也代表

日本政府在面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分岸而治的狀態

時，以捨棄中共而選擇中華民國作為兩國外交關係重建的序幕。是以，「中日和

平條約」簽訂過程的研究，也等於是一部檢視日本政府兩岸政策史的研究，可為

理解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理念，提供關鍵性的線索。再則，「中日和平條約」

的簽訂，在形式上是兩個國家之間的簽約行為，事實上，無論議和內容或時間卻

是由美國幕後一手所主導而成。職是之故，「中日和平條約」簽訂過程的研究，

不僅可一窺美國的遠東政策，更可有助於理解美國在日本制訂對華外交政策過程

中所扮演之角色。有鑑於此，本文擬分成三個不同層面，回顧吉田內閣的對華外

交：第一、以「中日和平條約」成立的時代背景為焦點，首先探索美國遠東政策

的實質內涵，以及在美國強勢主導下的國際秩序整編過程中的日本角色；第二、

以「中日和平條約」成立前後的美日互動關係為線索，探討日本在擬定戰後對華

政策時的美國牽制以及日本外交的獨立自主空間；第三、以條約名稱、偽政權在

日財產的歸還、戰爭賠償以及中華民國政府領土主權的範疇等具體議題為焦點，

解析中日兩國在和約談判過程中的爭論所在，並循此爭論為線索，探討日本政府

的兩岸政策。 
 

二、中日外交關係重建的時代背景 

(1) 冷戰結構體制下的日美結盟 

戰後的日本史，以美軍進駐為起點。美軍之所以要進駐日本，是為了終結戰

爭。為了讓日本不再有能力發動戰事，美國制訂了兩套兼顧治本及治標的占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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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前者是廢除日本現有的軍事機構、制訂新憲法、引進地方分權制，企圖改造

日本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勢力永世不得再生的民主國家。後者是撤除日本的工業設

備，將日本改變成為一個農業國家，使日本永遠不具再武裝的能力。 
    可是 1945 年至 52 年的六年半佔領統治，美軍只實施了前半套的佔領計畫。

日本除經改造成功的銳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以外，不僅沒有按原訂計畫淪為農業

國，反而因美軍將佔領政策的方向從懲罰改為扶植，日本竟然是以新興工業國的

姿態重回國際舞台。 
美日兩國關係的從敵變友，當然不是一夕改變。其中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對

日政策的改變，當然和遠東的國際局勢密不可分。中共的崛起以及後來的建國、

中共蘇聯同盟關係的建立、韓戰的爆發，這一連串國際局勢的驟變，影響所及，

自是一連串新對策的回應。其中，尤以一再提升日本在美國軍事戰略中的地位，

以及與之相呼應而又不斷調整之美國的日本佔領政策最為顯著。 
根據日本學者池井優之研究，美國的日本佔領政策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階段為 1945 年 8月至 47 年年底的懲罰期，嚴格執行波莰坦宣言時期盟國對日

政策的共識，是此一時期的特色。具體的措施，可列舉為解散陸海軍、逮捕戰犯、

褫奪軍國主義餘孽的公教人員身份，廢除軍國主義教育、禁止生產軍需產業、解

散財閥、實施農地改革、承認勞工基本權利等。 
第二階段為 1948 年 1月至 1950 年 6月韓戰爆發前夕的溫和期。放棄懲罰政

策，改以恢復日本經濟常態為此一時期的特色。其中，尤以中止撤除工業設施，

以及禁止過度的罷工運動最具有代表性意義。前者代表美國已放棄將日本改造成

農業國的原訂計劃，對日本的經濟復甦改採樂觀其成的態度，後者代表遏止日本

共產勢力的無限擴張，也已成為美國對日政策之一環。此種絕不讓日本赤化，反

而期許日本能成為反共基地之考量，是促成美國改變佔領政策的原由。此一轉

變，無疑是為了應付中共崛起以及建國所帶動的共產勢力高漲、反共勢力消沉之

遠東地區新變局。 
第三階段為 1950 年 6月韓戰爆發至 1952 年 4月舊金山和約成立日本恢復獨

立時的援助期。韓戰爆發是促使美國決心提早結束日本佔領政策之關鍵。鑑於欲

使日本早日恢復獨立，已成為既定政策，全面籌畫舊金山和約，自然是此一階段

美國對日政策的主要核心。除此以外，又以准許日本軍需工業的再生以及保安隊

成立之兩大政策，最能反映美國極欲扶植日本之心切。前者，讓日本成為美國在

韓戰之後勤補給基地，角色之重使其從昔日敵國反而一躍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

主要盟邦。除此之外，軍需工業再生所帶動的產業發展，更是日本能走出戰敗經

濟困境的契機所在。後者，代表日本已有自衛武力，特別是這批以七萬五千人為

首的武裝部隊，奠定了今日日本自衛隊基礎之同時，美式裝備、美式訓練，更能

突顯兩國在軍事上的特殊夥伴關係。1

當美日兩國之間關係的演變，從敵我關係逐漸發展為夥伴關係之際，如何鞏

固兩國友誼，不讓第三國有可趁之機，尤其是徹底排除蘇聯有染指日本的機會，

                                                 
1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1982 年），頁 234-237。 

 3



自然成為美國遠東政策之首要。 
1947 年 7月 11日，美國向遠東委員會的其他十個會員國提議，儘速籌開代

表會以便共同商討對日和約事宜。2美國的此一提議，名義上是要所有對日參戰

盟邦都能共襄盛舉，以便集思廣義，而實際內涵無非是想獨攬對日本的控制權，

以便徹底排除蘇聯的影響力。3

按戰爭末期盟軍的對日政策決策模式，一向是由中美英蘇四國合議而成。

1945 年 7月 26日，揭示日本投降條件的波莰坦宣言4，1945 年 12月 16日決定
盟軍統治日本方針的莫斯科協定5，兩者是最明顯的例証。甚至負責統籌盟軍統

治日本事宜的遠東委員會，其組織的法源基礎，也是來自於上述的莫斯科協定。
6

是以，美國在統籌與日本媾和之重大事宜時，不欲墨守成規，企圖另闢新蹊

之作法，當然會遭遇到蘇聯的嚴重抗議。甚至連中華民國政府也持保留態度，認

為四個主要成員國應在重大議題案保有否決權。7

爾後，由於中共政權成立，遠東委員會的中國代表權是否應由中共代替一

案，又成為美蘇兩國較勁的議題之際，美國遂以聯合國會員國皆與日本簽訂和約

之方式，來代替原有之方案。不過，利用遠東委員會以求代替四國會議之運作模

式，特別是在擺脫蘇聯的糾纏，壓抑中華民國政府的發言空間等兩大議題上達成

了階段性的任務。特別是在對日媾和議題上，美國得到遠東委員會除中蘇兩國以

外的其它會員國之全力支持，8更開拓了往後大權獨攬的揮灑空間。 
在美國決定排除蘇聯牽制，準備獨攬與日本的媾和事務時，接受與否自然就

變成日本政府的抉擇。認為日本不應接受美國的安排，而應與二次大戰期間所有

參與作戰的敵國簽訂和平條約，是日本社會黨的主張。1949 年 12月 4日日本社
會黨中央執行委員會發表了「媾和三原則」，主張日本簽署和平會議的三個堅持：

全面媾和、堅持中立、反對提供軍事基地。9所謂全面媾和，落實到當時的現實

環境，就是跨越東西對抗的意識鴻溝，與代表自由主義的美國以及與代表共產主

義的蘇聯都能同時媾和。既然能與美蘇同時媾和，自然也就沒有偏袒任何一方的

問題，能不偏不倚，當然就能保持中立之身。為保中立，自然也不能提供軍事基

地給美國，扮演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前線反共基地。這也是社會黨在主張所謂全

面媾和之際，必定強調要堅守中立，不提供軍事基地的緣由所在。 
對於社會黨以及部份知識份子的全面媾和論，吉田譏為書生之見，置之不

                                                 
2 入江啟四郎，《講和問題の基礎知識》（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 年），頁 147。 
3 前揭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說》，頁 239。 
4 波莰坦宣言，原先是由中美英三個國家連名發表。同年 8月 9日蘇聯對日宣戰，爾後才正式成

為四國宣言。 
5 莫斯科協定是由美英蘇三國外長聯席會議所得之決議，不過事後也得到中華民國政府之追認。

是以，形式上這是四國外長會議。 
6 前揭入江啟四郎，《講和問題の基礎知識》，頁 149。 
7 同上，頁 150。 
8 美國的提案，得到英國、菲律賓、印度、澳洲、紐西蘭、法國、荷蘭、加拿大等國的支持。 
9 月刊社會黨編集部，《日本社會黨の三十年(1)》（東京：社會新報，1974 年），頁 2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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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10他除了積極配合美國主導的媾和會議以外，並以主動邀約美軍續留日本以

及表達願與美國簽訂安全保障條約來表達日本參與自由主義陣營的決心。11在吉

田決心與蘇聯劃清界線，決定投靠英美陣營之後，舊金山和約是 1950 年 9月 4
日，在英美兩國具名邀請下，除了中華民國以外的聯合國之其他成員國皆參與的

媾和會議。因而在名義上，這是日本與聯合國會員國所簽定的和平條約。12此外，

參與國只得行使簽署的贊成權，而不得對議和內容有任何的變更。換言之，舊金

山和會，只是一個提供參與國行使簽約儀典的會場，而有關實質條約的討論，皆

是由美國出面，在和會的前一年就與參與國各別進行協商。13

上文已經提及，美國早在 1947 年東西冷戰對抗局勢日趨成形之際，就決定

在對日問題上絕不許蘇聯插手。是以，在安排舊金山會議之時，雖針對條文內容

與其他國家皆有長期的折衝，但自始就無意與蘇聯協議。職是之故，舊金山和會

最後是在蘇聯、波蘭、捷克的抗議退席下，日本與出席的 48個國家簽定合約。14  
在簽署舊金山和約的當天，日本與美國同時簽署了安全保障條約。根據此一

條約，美國可在日本駐軍以及保留原有的軍事基地，裨能執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

軍事任務是駐日美軍的主要任務。條約中也明訂，在日本政府的請求下，駐日美

軍得出動應付日本國內動亂等緊急狀態。15鑑於條約的簽訂並非根據主權國之間

的平等互惠原則，尤其是駐日美軍是為了執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任務而設

定，並非限定於保衛日本的國防安全，是以，駐日美軍是根據美國的遠東戰略部

署而執行任務，並不以日本的國防安全為唯一考量。換言之，日本的國家利益是

從屬於美國的遠東戰略權衡之下。再則，駐日美軍又兼負應付日本國內緊急動亂

的治安責任。此一條款無疑的說明美國對日本國內的政治運作仍保有最終的控制

權。16

美日安全保障條約，不是一個平等互惠的對等條約。為此，在日本的政壇以

及輿論界，也曾引起眾多不平的爭議。17可是，對執政的自由黨吉田茂內閣而言，

安全保障條約與舊金山和約，有其一體兩面的作用，一是告別美軍在日本的軍政

統治，一是恢復日本國際法人的地位。 
 

(2) 韓戰爆發前後美國對台政策的銳變 

中日和平條約是舊金山和約之一環。是以研究中日和約，自然得以研究舊金

                                                 
10 例如當時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就領銜倡導全面媾和，前揭白鳥令，《日本の內閣（II）：支那
事變から安保鬥爭まで》，頁 112。 
11 1950 年 5月，吉田派大藏大臣池田勇人赴美，傳達對美軍續留日本的期盼。升味準之輔，《戰

後政治：1945-55 年》（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 年），下冊，頁 355-356。 
12 鹽田庄兵衛等編，《日本戰後史資料》（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6 年），頁 321。 
13 前揭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說》，頁 244。 
14 同上，頁 244-245。 
15 前揭鹽田庄兵衛等編，《日本戰後史資料》，頁 330-331。 
16 神谷不二編，《現代の國際政治：「戰後」の克服》（東京：旺文社，1980 年），頁 116-117。 
17 同上，頁 117。 

 5



山和約為首要。再者，無論中日和約或舊金山和約，兩份合約的草案皆是由美國

所代擬。由此也可一窺，美國才是主導兩份和約簽訂的幕後主使。職此之故，研

討中日和平條約，必得先從美國的遠東政策此一歷史脈絡著手，特別是從美國對

台政策演變此一角度著手。 
1950 年 1月 5日美國總統杜魯門（Harry S. Truman）針對台灣問題發表了以

下聲明： 

1943 年 12 月 1 日在開羅的聯合宣言中，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中國

主席聲明他們的目的是：凡屬日本從中國攫取的領土，諸如台灣，應歸還中

華民國。美國是 1945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宣言的簽署國。該宣言宣布開羅

宣言所載各款應予執行…遵照這兩個宣言，台灣交回蔣委員長，過去四年

來，美國和其他盟國接受了中國對該島行使權利的解釋。18

    針對此一聲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也在同日召開記者招待

會，提出以下的說明： 

        中國已經管理台灣四年了，美國和其他盟國從來沒有對這一佔領提出過

懷疑。當台灣成為中國一省時，既然沒有人從法學角度提出質疑，此一事實

自然就應被認定為是符合約定的。19

    從以上兩人的陳述，可以得知在 1950 年 1 月初期，美國政府仍以認定台灣

為中國領土之一部為其對華政策。換言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宣布成立，共產

勢力已席捲整個中國大陸之際，美國政府在無意改變台灣現狀的基礎上，準備接

納中共將掠取台灣之既定事實。 

    可是，在 1950年 6 月 27 日，杜魯門總統因針對韓戰爆發所發表的參戰聲明

稿中，除宣布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促使台灣海峽中立化以外，

還宣稱台灣地位的確定，有待「該地區恢復穩定與和平，或者簽訂對日和約，或

者由聯合國討論決定」。20

    6 月 27 日的杜魯門總統的聲明稿，和六個月前的 1月 5 日所發佈的聲明稿，

在「台灣主權」問題的認定上，顯然有一百八十度的轉變，此一轉變，當然和北

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互為因果。而針對「台灣問題」美國國防部另有主見，一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p.258-264. 
19 Ibid。 
20 Ibid, 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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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企圖扭轉美國國務院的既定政策，也是關鍵之一。換言之，1月 5日杜魯門總

統的聲明，代表了國務院的主流意見，認為美國不應干涉中國內戰，即使蔣介石

所領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無力防衛台灣，美國也應接受中國大陸接收台灣的既定事

實。可是美國軍方卻從圍堵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角度，一直堅持美國勢力不應從

台灣撤退的基本立場。6月 27 日杜魯門的聲明，無非反映出韓戰爆發後，軍方

的保衛台灣論，已取代了國務院的放棄台灣論，成為美國政府的最新對台政策。 

    美國之所以倡導「台灣主權未定論」，既然是反映美國軍方保衛台灣論的一

貫主張，欲理解美國對台政策轉變的始末，勢必要先從美國軍方對台問題上的一

貫主張此一歷史脈絡著手。1948年 11 月，美國參謀首長聯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就曾上書國防部，指陳台灣戰略地位重要，台灣得失攸關美國安全保障，

主張美國應在台灣維持一親美政權，以便排除中國共產政府侵佔台灣的可能性。
21

    針對此一建言，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於 1949年 2 月 3

日，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以下共識。首先，確認美國不應放任共產政權接收台灣。

其次，認為應採下列措施以求達到目的：第一、要求台灣當局改善台灣統治的現

狀。第二、防止國民政府勢力進入台灣。第三、認定一個獨立於中共以外的台灣，

較符合美國利益，主張在謹慎的基礎上支持台灣朝向自立、自足的經濟實體發

展。
22

    對於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保衛台灣」的決定，參謀首長聯席會議自然是欣然

以待。該會也在此一決議基礎下，立即於 2月 10 日再度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建

言，認為為確保台灣安全，美國不妨考慮對台灣當局提供軍事援助以及派遣一小

型艦隊進駐台灣港口。23可是此一提議，卻遭到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全面反對。 

    在 3 月 1 日艾奇遜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的報告中，認為若非美國有大量軍事

介入台灣的準備，否則是無法有效達成保障台灣的目的。而所謂派遣小型艦隊駐

防台灣的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之主張，根本是無稽之談，不僅無法達到軍事上防衛

台灣之效果，反而會徒增國際社會對美國的不滿。再者，美國若欲保衛台灣，也

不應單獨行動，應考慮借重聯合國的名義，特別是應鼓動台灣獨立或者是將台灣

轉交由聯合國託管。總之，先替聯合國創造可干涉台灣事務的空間，才是最符合

美國的當前利益。24

    於 3 月 1 日美國所召開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很顯然地否定了參謀首長聯席

會議的主張，決定不派遣軍艦支援台灣防務，可是也沒有採取艾奇遜將台灣交由

聯合國託管的提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仍然維持 2月 3 日的決議，只是強調將配

合台灣的情勢隨時調整政策。25

    從以上的陳述，可以得知，當 1949 年年初中共軍隊如秋風掃落葉似地即將

                                                 
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261-262. 
22 Ibid, pp.281-282. 
23 Ibid, pp.284-286. 
24 Ibid, pp.294-296. 
25 Ibid, pp.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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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捲整個中國大陸之際，美國對台灣的關心日漸升高。這其中代表軍方與代表外

交事務部門的參謀首長聯席會議與國務院的對台政策是時有爭議，但也有以下的

共識：不願台灣落入中共之手是其一；不願蔣介石的勢力控制台灣是其二。 

    既然反對中共入侵台灣與反對蔣介石的勢力控制台灣，是美國國內對台政策

的兩大共識：而 1949年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的順利遷台，當然是對美國政府的一

大打擊。在認清美國無法掌控台灣以後，乾脆放棄台灣，無疑的就是前面所述的

1950年 1 月 5 日杜魯門總統發表台灣主權屬於中國聲明時的時代背景。26

    雖 1950年 1 月初期，美國政府已決定放棄台灣，然美國軍方卻仍不願放手。

小規模的軍事援助，也在美國政府的默認下，藉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秘密管道，轉送給台灣當局。27在韓戰爆發的 3天前，也就

是 1950年 6 月 22 日，盟軍駐日本的司令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甚至還

致函給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強調台灣的淪陷將會是美國的惡夢，要求

國防部給予盟軍駐日本總部在保衛台灣不落入中共的前提下，在政治、經濟、軍

事領域中有援助台灣的自主調度權。28

    韓戰的爆發，凸顯出共產集團無意安於現狀，有向外無限擴張之野心。尤其

是朝鮮半島告急，日本首當其衝，為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線，台灣在戰略地

位的重要性又重新得到重視。這時美國軍方的保台論因而順勢成為主流，美國政

府也於 1950年 6 月 27 日改提「台灣主權未定論」。 

    「台灣主權未定論」之主要說辭，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雖根據開羅宣言接收台

灣，可是此項宣言並不構成法律上已將台灣主權由日本之手移轉到中國之要件。

正如同 1895年日本根據馬關條約正式從中國手上取得台灣的領土主權，而如今

戰後的中國要取回台灣主權，自然也應經由一個既定的和平簽約程序，才能算完

成法定程序。台灣的主權地位在還未經由與日本簽定和平條約完成正式主權移轉

手續之前，中國取得台灣主權地位的手續還不能算是完備。換言之，「台灣主權

未定論」之所以會和「對日媾和」掛鉤，就是因為台灣主權的移轉還未經舊宗主

國放棄，新主權國繼承的法定程序，而美國之所以可置喙「台灣主權」問題，自

然是因為美國負責主持「對日媾和」案，有決定日本領土範圍之權限。 

    至於，在 1950年間台灣現狀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就可針對「台

灣主權」問題，提出「台灣主權確定論」及「台灣主權未定論」兩種立場截然不

同的聲明，此一事實就足以說明台灣的主權爭議，法理學上的程序爭辯，不是主

要關鍵，台灣主權因時而異所衍生的美國國家利益認知的不一，才是美國改變立

場的主要原因。 

    誠如美國國務院顧問、對日媾和特使杜勒斯（John F. Dulles），向中華民國駐

美大使顧維鈞所解釋的，倡導「台灣主權未定論」的目的，是為了凍結台灣的主

                                                 
26 袁克勤，〈日華講合に於けるアメリカの役割〉，《一橋論叢》，第 108卷第 1號（1992 年

7月），頁 63。 
27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16. 
2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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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地位；惟有強調台灣主權還未塵埃落定，美國才可保衛台灣。否則美國派遣第

七艦隊防衛台灣海峽，就成為一種對中國主權挑釁的軍事行動，而任何防衛台灣

的軍事舉動，自然就成為內政干涉。29

    如何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創造聯合國出面接管台灣事務，可謂是美國政府在

決心保衛台灣，繼倡導「台灣主權未定論」後的另一外交出擊。此一企圖反映在

1950年 9 月美國擬對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會員國家所提出的對

日媾和七原則上。 

    在美國所提出的對日媾和七原則中，有關台灣主權部份，記載在領土條款

上。其具體內容如下： 

     （三）領土—日本將（甲）承認韓國獨立，（乙）同意以琉球及小笠原群島

交聯合國託管，以美國為治理國及（丙）接受英、蘇、中、美四國將來對

於台灣、澎湖群島、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地位之決定；倘於和約生效後一

年內尚無決定，聯合國大會將作決定。日本在中國之特權及利益將予放

棄。30

    根據此一條文，可以理解，在台灣主權問題上，美國已棄守開羅宣言、波茨

坦宣言中主張將台灣交還給中國的一貫立場，而回到二次大戰末期，有關對日政

策，由英、蘇、美、中四國共商的決策模式。此外，美國也預留伏筆，明言若四

國決策模式，不能在對日和約生效一年內，有效決定台灣主權歸屬，則台灣問題

應交由聯合國處理。 

    按戰爭末期盟軍的對日政策決策模式，一向是由英、蘇、美、中四國合議而

成。如今美國向遠東委員會會員國提議，31儘速籌開代表會以便共同商討對日和

約事宜。32美國的此一提議，名義上是要所有對日參戰盟邦都能共襄盛舉，以便

集思廣益，而實際的內涵無非是想獨攬對日本的控制權，以便徹底排除蘇聯的影

響力。33

    是以，美國所謂台灣主權歸屬應先交由英、蘇、美、中四國商議，只是表面

之辭，反而是若四國決策不能有效處理台灣問題時，應交由聯合國處理之提議，

才是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立場。 

                                                 
29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料彙編(八)》，（台北：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

1966 年），頁 6。 
30 R. Dennett and R.K. Turner (eds.), 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7,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 1976), p.487. 
31 遠東委員會成立於 1945 年 12月，初期是由中國、美國、英國、蘇聯、菲律賓、印度、澳洲、

紐西蘭、法國、荷蘭、加拿大等 11國組成，爾後緬甸、巴基斯坦又於 1949 年加入。 
32 入江啟四郎，《講和問題の基礎知識》（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 年），頁 147。 
33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1982 年），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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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1950年 10 月中共的介入韓戰，打亂了美國在遠東政策的原有佈局，

為了牽制中共在朝鮮半島的軍事介入，動用一切可資利用的反共力量，就成為美

國遠東政策的新指標。也由於動用一切可資利用的反共力量，成為美國政策的新

指標，如何維繫蔣介石政府的穩定，進而又成為新遠東政策下的一環。34

既然維繫蔣介石政權已正式列為美國新遠東政策的一環，維繫蔣介石政權的

顏面及尊嚴，勢必也要成為維繫蔣介石政權必備的配套措施。這也是美國政府於

1951年 3 月 23 日向遠東委員會重提的第二部草案中，已取消台灣澎湖問題須先

經四國協商，不成再交由聯合國決定之條款。 

新的草案中，僅將台灣澎湖、韓國以及日本所托管的太平洋小島並列為日本

應放棄之領土，至於如何處置台灣澎湖、韓國以及日本所托管的太平洋小島，條

文中並沒有明文規定。35而已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因美國政府對台政策的

改變，而得於以代表中國之身份參與與日本媾和的機會。 

 

三、「中日和平條約」的成立及意義 

(1) 條約成立前夕的波折 

舊金山和約，並沒有邀請中華民國政府參加。原因是統籌和約的英美兩大主

辦國，爭論海峽兩岸政府誰有代表權之問題無法達成協議。英國早在 1950 年 1
月 6日，就承認中共政權。是以，舊金山和約籌備期間，英國政府自然主張邀請

中共政權代表中國赴會。可是對美國而言，朝鮮半島的戰事仍處膠著狀態，戰事

的補給多仰賴日本支援。職此之故，為確保日本成為反共陣營的前線基地，以及

切斷日本與中共有任何外交接觸的可能性，自然成為美國在遠東政策中不可妥協

的目標。 
由於美英兩國對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皆無意退讓。為此，美國國務院顧問杜

勒斯（John Foster Dulles）特別趕赴倫敦，1950 年 6月 19日與英國外相莫理遜

（Herbert S. Morrison）達成舊金山和約不邀請中國代表參與之決定。除此以外，

並同意在舊金山和約完成簽署儀式後，日本政府可根據舊金山和約之版本，自我

選定適當之中國政府簽定和約。36

對無意與中共為敵，卻又期盼與海峽兩岸之中國政府皆維持經貿關係的日本

而言，37自然希望利用此一難得機會，謀求更多的外交自主空間。倡導英美協調，

是此一時期日本政府吉田茂內閣的外交主軸。38換言之，以等待英美兩國對華政

                                                 
3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7,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p.79-81. 
3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p.944-950.  
36 陳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1950 年代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の文脈》（東京：東京：東京

大學出版會，2000 年），頁 27。 
37 同上，頁 40-44。 
38 同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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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一致為由，拖延與中華民國政府進行和約談判，39同時也利用此一模糊空間，

企求和中共建立外交管道。1951 年 9月 17日，日本政府雖在美國的壓力下在台

北設置辦事處，但是吉田茂首相又於同年 10月 29日利用國會質詢之機會，發表

談話，期盼能在上海也建立同一性質之辦事處。無疑的，此為當時日本遊走兩岸

外交的最好見証。40

吉田茂企圖遊走兩岸，美國政府當然不會不知。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的觀

察，可藉由 10月 30日國務院中國課副課長柏金斯（George W. Perkins）致助理

國務卿魯斯克的報告中一窺其究竟。報告中，首先陳述期盼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雙

邊和約儘早簽訂是中國課的基本立場，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和約（以下簡稱中日

和約）的簽訂，將可為北京與東京的對立埋下衝突的火種，此一對立也將有助於

阻礙獨立後的日本尋求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在沒有比日本與中共的和解更會危及

美國在遠東的利益的情況下，美國勢必要推動中日和約的簽訂。但是從目前日本

政府的行徑來看，很難斷言日本政府會與中華民國簽訂和約。最後，柏金斯建言

應要求聯軍駐日政治顧問席波（William J. Sebald）直接向吉田茂施加壓力。41

對於日本無意信守與中華民國政府媾和，美國異常不滿。為了誘導日本就

範，美國決定先化解英國對日本的制衡，於是開始與英國政府交涉，期盼以「主

權限制」論為理由，企圖說服英國不再反對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簽約談判。換

言之，中日和約之有效範疇，明白地已不涵蓋中國大陸，只局限於中華民國政府

控制下的台澎，在無意否定中共政權的事實存在的前題下，應可取得英國的諒

解。美英之間在 1951 年 11月上旬起，就開始就此一議題進行洽商，雖然商討之

場所從倫敦轉到東京，但是一直沒有達成共識。英國政府依然認為只要日本與中

華民國所簽訂的雙邊和約，有結束戰爭恢復和平之意涵者，一定會妨礙今後日本

中共的友好關係。是以，英國政府堅持，日本與哪一方的中國簽訂和約，應待日

本恢復主權後由日本自己決定。美國政府不應在舊金山和約生效前，出面主導中

日和約的簽訂。42

鑑於無法有效說服英國，負責主導媾和任務的杜勒斯決定再把遊說主力放在

日本。他於同年的 12月中旬邀請參議員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與史巴克
曼（John Sparkman）同行，一起訪問日本，明白向吉田茂首相表示，如果日本

政府不履行事前承諾，與中華民國簽定和平條約，美國政府不能保証其參議院會

如期同意舊金山和約。43也就是說，中日和約與舊金山和約是一體之兩面，日本

政府如無意與中華民國媾和，美國也無意履行舊金山和約，美軍在日本的佔領統

治仍將持續。 
在評估美國的參議院因基於對中共的敵視以及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而可能利

                                                 
39 吉田茂，《回想十年》（東京：新潮社，1957 年），第 3卷，頁 73。 
40 前揭池井優，《增補日本外史概說》，頁 246。 
4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1390. 
42 前揭陳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1950 年代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の文脈》，頁 49-52；頁
60-62；頁 67。 
43 前揭吉田茂，《回想十年》，第 3冊，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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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舊金山和約的否定，來謀求對日本與中共接近的牽制，吉田茂在 12月 18
日與杜勒斯的會談中，首度表示願意聽從杜勒斯的建議。而在同一天，杜勒斯也

將以下內容的信函44交給吉田茂。 

當對日和約及美日安全條約在日本國會眾議院及參議院進行審議時，曾針對

日本今後對華政策進行答辯。為此，也發表若干聲明。由於此等聲明常與上下文

及背景切割被任意解讀，致引起種種誤解。對於此種誤解，本人亟願予以澄清。 

    中國為日本之近鄰，日本政府終願與之有一全面之政治和平與商務關係。 

    在現時，我方希望能與在聯合國擁有席位、發言權與表決權，並對若干領土

行使實際上之政府權力，且與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保持外交關係之中華民國國民

政府拓展該項關係。為此，我國政府於 1951 年 11 月 17 日在台灣設立一日本政

府海外事務所。此乃在多邊和平條約生效之前，日本現所獲許與其他國家間關係

交往之最高形式。 

    派遣重要官員赴駐台海外事務所任職，也是為了展現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國

民政府關係重視之意。若法律上可行，而中國國民政府也有此意，則我國政府可

依照多邊和平條約內所揭櫫之原則，與該政府締結一項重建兩國政府間正常關係

之條約。該項雙邊條約之條款，應適用於日本及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控制下及將來

可能控制下之領土。我方願針對此事迅速與中國國民政府探討。 

    至於中國共產政權，該政權事實上現仍被聯合國判定為侵略者，且聯合國對

該政權也有若干對抗措施之建議；日本對此等措施正表贊同，今後待多邊和平條

                                                 
44 〈中國問題に關する書簡案（ダレス顧問よる吉田總理）（手交）〉、〈中國問題に關する

吉田總理よるダレス顧問あて書簡〉、《第三次ダレス來訪關係》（日本外務省外交史料館所

藏，微捲檔案編號B.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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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生效後，則依照該條約第五條甲款第三項之規定，繼續履行義務。按該條款之

規定為「日本對聯合國依憲章規定而採取之任何行動盡力予以協助，並於聯合國

對於任何國家採取防備或強制行動時，對該國不給予任何協助」。復查在中國之

共產政權，現正支持日本共產黨圖以暴力推翻日本之憲政體制及現有政府。鑑於

此等考慮，本人可明言保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國共產政權締結雙邊和約。 

12月 24日，吉田茂除根據杜勒斯擬定的草稿在修辭上稍作修改以外，並針

對條約的適用範圍從原條文中的兩國政府改為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增添舉証中共

與蘇聯簽訂的友好互助條約是針對日本而來等內容後，再以日本首相名義致函杜

勒斯，表達願意儘快與中華民國政府締約，不與中共交涉。45這就是有名的「吉

田書簡」。46在得到吉田茂的承諾以後，杜勒斯再以此為憑藉，說服英國接受既

                                                 
45 全文如下：當對日和約及美日安全條約在日本國會眾議院及參議院進行審議時，曾針對日本

今後對華政策進行答辯。為此，也發表若干聲明。由於此等聲明常與上下文及背景切割被任意解

讀，致引起種種誤解。對於此種誤解，本人亟願予以澄清。 

    中國為日本之近鄰，日本政府終願與之有一全面之政治和平與商務關係。 

    在現時，我方希望能與在聯合國擁有席位、發言權與表決權，並對若干領土行使實際上之政

府權力，且與大多數聯合國會員國保持外交關係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拓展該項關係。為此，我國

政府在獲得中國國民政府之承允，於 1951年 11 月 17 日在台灣設立一日本政府海外事務所。此

乃在多邊和平條約生效之前，日本現所獲許與其他國家間關係交往之最高形式。 

    派遣重要官員赴駐台海外事務所任職，也是為了展現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關係重視

之意。若法律上可行，而中國國民政府也有此意，則我國政府可依照多邊和平條約內所揭櫫之原

則，與該政府締結一項重建兩國政府間正常關係之條約。該項雙邊條約之條款，在有關中國國民

政府方面，應適用於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及將來可能控制下之領土。我方願針對此事迅速

與中國國民政府探討。 

    至於中國共產政權，該政權事實上現仍被聯合國判定為侵略者，且聯合國對該政權也有若干

對抗措施之建議；日本對此等措施正表贊同，今後待多邊和平條約生效後，則依照該條約第五條

甲款第三項之規定，繼續履行義務。按該條款之規定為「日本對聯合國依憲章規定而採取之任何

行動盡力予以協助，並於聯合國對於任何國家採取防備或強制行動時，對該國不給予任何協助」。

復查 1950年在莫斯科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係以對付日本為目的之軍事同盟。而在

事實上有甚多理由相信，在中國之共產政權，現正支持日本共產黨圖以暴力推翻日本之憲政體制

及現有政府。鑑於此等考慮，本人可明言保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國共產政權締結雙邊和約。同

上。 
 
46 前揭吉田茂，《回想十年》，第 3冊，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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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實，不要公然反對。 
1952 年 1月 16日，杜勒斯在美國參議院公佈此一書簡，並據此遊說美國參

議院批准舊金山和約。同時，將此一書簡轉交給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從

美國政府處正式接到「吉田書簡」以後，也於 18日表達歡迎之意，並同意中日
兩國政府即刻進行簽約談判。47

 

(2) 簽約時期的爭議與折衝 

在美國的從中聯繫下，中日雙方全權代表於 1952 年 2月 20日正式在台北展

開談判。雖然中日雙方皆知，談判務必在 4月 28日舊金山和約正式生效前達成

協議，48但是日本無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有權代表中國，使得會議一開始就為此

屢起爭議 
中日和平條約交涉歷經 69 天，三次正式會議以及十八次非正式會議的折

衝，於 1952 年 4月 28日下午三時正式達成協議，49距舊金山和約生效日只差七

個小時，50可見會議進行的艱辛程度。 
雙方的爭執主要是來自於日本不願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不認為這是

一個結束戰爭的和平條約，不願意擔負戰爭賠償責任。雙方政府基本認知的不

一，反映在議程上，就是中日雙方代表針對條約名稱，偽政權在日本財產的歸還

問題、戰爭賠償以及條約生效的主權領域等四個議題，爭論不休。 
「吉田書簡」是此次日本政府對華談判的主要準則。日本政府認為兩國和談

之目的在於恢復外交關係，重建交往管道。由於日本政府不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

中國，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並未發生戰爭，兩國之間自然不必要進行結束戰

爭狀態的交涉。51

此一說法使得會議還沒有進入正式議程前就面臨破裂危機。後來雙方代表在

會議名稱的議題上採「各自表述」原則，中文稱「中日和平會議」，日文則稱「日

華條約會議」，會議才得勉強開始。52

偽政權在日本財產的歸還問題，是雙方爭執的另一議題。中華民國政府的立

場表現在中華民國外交部所提出的和約初稿第 13條（甲）項文字中：「凡在中華
民國 20 年即公曆 1931 年 9月 18日以後『某一時間』被認為由在中國之偽政權，
如「滿州國」及「汪精衛政權」所保管或屬於該偽政權之在日本之財產、權利或

利益，應視為係中華民國之財產、權利或利益」。而日本政府則認為偽政權之財

產，乃屬中華民國所有，可依第三條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之財產之處理原

                                                 
47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台北：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1），第 4冊，頁 771-772。 
48 同上，頁 771。 
49 同上，頁 793-1069。 
50 前揭陳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1950 年代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の文脈》，頁 94。 
51 袁克勤，《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東京：柏書房，2001 年），頁 193-199。 
52 同上，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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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理就可，本條文不需單獨列舉，要求刪除。53中華民國政府則認為，第三條

的處理標的是殖民地時期台灣當局及台籍居民在日本的財產問題，和偽政權在日

本的財產應屬兩個不同的性質，堅持不可刪除。54不過，為顧及日本感受，中華

民國政府願將此條文改列在和約協定書中。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調整，日本仍認

為不夠，認為在文字上還需斟酌外，並要求將此項條文以「同意記錄」方式處理。

理由是，此項財產如何處理乃屬解釋性質以及若將此項條文列在和約議定書上將

需國會審核，為避免另生枝節，主張以「非附屬於條約之換文」方式處理，則可

免除國會處理之爭議。55按偽政權在日本的財產之處理方式，本不應是爭執焦

點，尤其是日本政府已經同意這些財產屬於中華民國所有，也願歸還中華民國政

府，之所以要對條文所代表的意涵分外計較，主要還是不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代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可當然繼承偽政權之財產。至於日本的排斥，為何

會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堅持，理由還是在於希望借重此一條文的存在能凸顯出中

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 
戰爭賠償是雙方爭執的另一議題。中華民國政府本無意向日本要求賠償，但

身為對日作戰國之主要國家，認為至少應取得與其他參戰國相同的條件，尤其是

中國是遭受戰爭摧殘最慘烈之國家，為求撫平國人之傷痛，保留象徵性的賠償要

求是有其必要性的。是以，中華民國政府以舊金山和約為版本，除陳述日本有賠

償責任以外，並要求能仿照舊金山和約中的第 14條(a)項目中的第 1條之規定，
56日本應以提供勞役的方式作為戰爭賠償費用。57

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全面拒絕。首先反對將日本有賠償責任之

字眼列入和約條文。其次更反對日本有提供勞役作為戰爭賠償之義務。相反的，

日本還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在條約中明文宣示願意自動放棄戰爭的索賠權利。58

中華民國政府本無意強索日本賠償，已如前述，但是完全放棄，一則無法向

國民交待，特別是擔心中共政權藉此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喪權辱國，出賣國家利

益，二則中華民國政府不能參與舊金山和會，已對國家威信造成巨大傷害，今再

不能取得與舊金山和約同等待遇，自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地位會造成再度傷

                                                 
53 前揭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第 4冊，
頁 870-874。 
54 同上，頁 927-928。 
55 同上，頁 1002-1003。 
56 和約原文如下： 

(a)、茲承認日本應對其在戰爭中所引起之損害及痛苦，給予盟國以賠償，但亦承認如欲維持
足以自存之經濟，則日本之資源，現尚不足對此等損害及痛苦，作完全之賠償而同時履

行其其他義務。但 
一、日本對於願意談判而其現有領土曾被日本損害之盟國願即進行談判，以求利用日本

人民在生產，打撈沉船及在其他工作方面，對各該盟國所作之服務，作為協助賠償

各該國修復其所受損害之費用，此項辦法應避免使其他盟國增加負擔，且當需要製

造原料時，應由各該盟國供給，藉免以任何外匯上之負擔，加諸日本。 
57 前揭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第 4冊，
頁 861-870。 
58 同上，頁 866-870，頁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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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59尤其是放棄賠償，間接的會妨礙鄰國向日本的求償額度，進而也會影響到

中華民國政府與友邦之關係，菲律賓就是一例。為此，也不肯對日本要求讓步，

是以賠償問題成為會議的三大爭執議題之一。 
中華民國主權範疇的界定，是雙方另一爭議的焦點。日本政府根據「吉田書

簡」所揭示的談判原則，堅持條約之條款適用於中華民國現所控制之全部領土或

將來控制之領土。對此界定，中華民國政府表達強烈不滿。文中的「或」，讓中

華民國主權的範疇一分為二，逼使中華民國政府不是以現今所控制之台澎金馬為

簽約的政治實體，就是以非台澎金馬為領域的政治實體作簽約代表。 
按日本政府草案所顯示之邏輯，假若有朝一日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回南京，中

華民國主權以中國大陸為領域時，台澎金馬反而與中日條約亳無關係，也不受條

約約束。為此，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條款適用範圍應改為中華民國現在及將來所控

制之全部領土。將「或」改為「及」之後，也使得條款適用的領域不僅符合現實，

也兼顧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大陸具有主權之既定主張。60

在這四大議題的爭執中，最先解決的是條約名稱。在 2月 27日所舉行的第

3次非正式會議中，日本首席代表前大藏大臣河田烈正式表達願意採用中華民國

政府的提案，將名稱從「日華條約會議」變更為「日華和平條約」。61其次達成

協議的是賠償問題。4月 13日第 13次非正式會議中，中華民國政府同意自動放
棄舊金山和約第 14條(a)項之規定，日本所應提供之勞役利益。除此之外，也答

應中華民國政府之權益僅限定接收日本在華之資產。換言之，中華民國政府接受

日本政府之提案，全面放棄索賠。62這其中，所放棄的權益不僅包含二次大戰期

間中國戰場上的損失，也涵蓋五十年間台灣的被殖民損失。63

中華民國政府願意在索賠問題上讓步，主要還是希望能換取日本政府承認中

華民國對中國大陸仍具有主權。64也就是和約的有效範疇能在法理上涵蓋中國大

陸。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委曲求全，日本政府不是不知，但由於不願意認同中華

民國政府的大陸主權論，僵局一直沒有化解。 
舊金山和約於 4月 28日生效，中日和約如無法在 4月 28日達成協議，將面

臨破局，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中日和約的象徵意義本重於實質意義。如無法確

保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法統地位，寧願不簽約。對日本政府而言，承認中華

民國政府對大陸的主權，無異自絕今後與中共政權締交的可能性，所以也不願讓

步。這段期間，中華民國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國出面斡旋，可是日本政府也不斷請

求美國不要出面干涉。65不過，扶植中華民國政府是美國遠東政策之一環，否定

                                                 
59 同上，頁 888-889。 
60 同上，頁 998。 
61 同上，頁 814。 
62 同上，頁 1007。 
63 與台灣並列為戰前日本的兩大殖民地之一的韓國，在 1965 年 6月 22日與日本簽定友好條約
時，曾得到日本 5億美金的貸款。此一貸款無疑的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賠款。 
64 殷燕軍，《中日戰爭賠償問題：中國國民政府の戰時‧戰後對日政策を中心に》（東京：御

茶の水書房，1996 年），頁 279。 
65 袁克勤，《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頁 24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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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無疑的就是向美國挑戰，這些利害關係，自然也時時牽動日本對

日華和約的考量。 
4月 24日，中日雙方在經歷第 18次非正式會議後，還是無法達成妥協。在

日本代表已準備整裝回國之際，4月 27日清晨，日本外務省突然轉來新的訓令，

同意雙方得在換文照會中對條約之適用領域不作更動，但是在會議記錄上，卻以

指出「或將來」可解釋為「及將來」之方式，為雙方的爭議找出妥協點。不過，

對偽政權在日資產歸還問題上，仍堅持日本所提方案，就是「凡因中華民國 20
年即公曆 1931 年 9月 18日所謂『瀋陽事變』之結果而在中國組設之偽政權，如
「滿州國」及「汪精衛政權」，其在日本國之財產，權利或利益。應於雙方依照

本約及舊金山和約有關規定，成立協議後移交與中華民國」。66對於日本政府的

新建議，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已達到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大陸仍有主權之宣誓目

標，於是於當日下午 4時正式表達欣然接受之意，並提議雙方代表於當晚 9時舉
行第三次正式會議，以便對全約及附件作最終校訂。67雙方代表於當晚 10時 45
分完成文字最後的核閱後，68於翌日舉行簽字典禮。中日和約總算在舊金山和約

正式生效前如期簽定。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吉田之所以選擇中華民國做為媾和對象，完全是因

為受美國壓力所致。換言之，排斥共產主義集團參與對日和約，是美日兩國的共

識，只是對共產主義集團的定義，日本與美國有不同的見解。美國將中共與蘇聯

視為一體，但日本卻將這兩個國家視為兩個不同的個體。首先，他不認為中共會

侵略日本，認為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不會波及日本。69其次，他也認為無需過慮

中蘇軍事同盟，因為中國的民族性不會容忍中國的共產政權永遠甘於受蘇聯共產

政權的控制。70

希望爭取英國奧援，能說服美國讓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條約是吉田的衷心期

盼。他一直認為，亞洲的反共事務若能委由日本處理，並能事半功倍。71也就是

說，吉田反蘇聯，可是不反中共，他曾反覆指陳，韓戰之所以爆發是因英美對中

國政策的不一致。72言下之意，若美國能與英國一樣，對中共採取拉攏政策，則

韓戰或許能防患未然。正由於吉田對拉攏中共一直不死心，所以他也從不承認與

日本簽定和平條約的中華民國有權利代表中國，對他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只能代

表現正統轄的台灣及澎湖領域。73是以，舊金山會議以後，吉田雖然不能如願與

中共締結和平條約，但是期盼與中共打破敵我關係的想法卻一直沒有放棄。這也

                                                 
66 前揭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第 4冊，
頁 1054-1055。 
67 同上，頁 1056。 
68 同上，頁 1056-1060。 
69 〈マﾂカ—サ—宛吉田書簡〉（1949 年 8月 9日），收入袖井林二郎編，《吉田茂—マﾂカ—
サ—往復書簡集》（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 年），頁 271-273。 
70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東京：番町書房， 1963 年），頁 40-45。 
71 吉田茂，《大磯隨筆》（東京：雪華社，1962 年），頁 26。 
72 前揭吉田茂，《世界と日本》，頁 46。 
73 前揭吉田茂，《回想十年》，第 3冊，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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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日和平條約簽訂不及兩個月，日本與中共即利用非官方的管道，簽訂了「中

日貿易協議」，74使得兩國之間在沒有正式邦交的情況之下，也能藉由民間的管

道，維繫商業與文化的交流。 
 

四、結論 
全面扶植日本，使其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對抗共黨的重要盟邦，是 1950 年

代美國遠東政策的主軸。出面統籌舊金山會議，阻止各國向日本強索賠償，反映

出美國對扶植日本的心切，同時又要求日本必需選擇和中華民國政府簽約，不許

與中共有任何官方來往，此兩者所展現出的強勢作為，無疑的也呈現出美國意圖

將日本培植成為一個遠東反共前線基地之決心。是以，在美國全面主導的東亞國

際新秩序的整編過程中，日本的外交空間是相當有限的。 
推動日美同盟，是吉田為戰後日本再起所籌措的復國藍圖中的主軸外交思

想。不過，對美國的反共政策，吉田卻是有一定程度的保留。兩國的差異，主要

在於對蘇聯與中共的認知定位不一。美國將中共與蘇聯視為一體，而吉田卻將這

兩國視為不同的個體，並深信中共不會永遠甘於受蘇聯控制。也就是說，吉田反

蘇聯，卻不反中共。他一直認為，亞洲的反共事務若能委由日本處理，必能事半

功倍。他反覆指陳，韓戰之所以爆發是肇因於英美對中國政策的不一致。言下之

意，若美國能與英國一樣，對中共採取拉攏政策，則韓戰或許能防患未然。正由

於吉田一直未斷拉攏中共之意念，所以他一直不承認與日本簽定和平條約的中華

民國有權利代表中國。對他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只能代表現今統轄的台灣及澎湖

領域。是以，舊金山會議以後，吉田雖然不能如願與中共締結和平條約，但是期

盼與中共打破敵我關係的想法卻一直沒有放棄。這也是中日和平條約簽訂不及兩

個月，日本與中共即利用非官方的管道，簽訂了「中日貿易協議」，使得兩國之

間在沒有正式邦交的情況之下，也能藉由民間的管道，維繫商業與文化的交流。 
企圖遊走海峽兩岸，與兩岸都維持緊密的經貿關係，是吉田心目中的對華外

交的理想模式。他在內閣任期內所確立的「政經分離」對華政策，一直為日後繼

任內閣奉行不諱的準則。即便於 1972 年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共建交，此

一與兩岸皆維繫密切交流的基本原則仍然不變，只是實施的對象有所互調。是

以，持續探討此一課題，特別是將兩國邦交時期（1952～1972）日本歷屆內閣的

對華外交政策皆納入研究視野，將可為理解日本政府「政經分立」政策的特質所

在奠定基石。而此一檢驗五０年代至七０年代「政治台北、經濟北京」時期日本

兩岸政策的研究，也將可為至今還正在發展中的「經濟台北、政治北京」時期的

日本兩岸政策走向提供解讀模式。 

                                                 
74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 年），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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